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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促进

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

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独特的

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走中

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这就要求中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建设必须遵循

中国逻辑，尤其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逻辑。文化逻辑

就是在承认大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

的组织机构的基础上，让大学组织的每一次改革和

转型都按照文化的逻辑展开［1］。因此，从文化治理的

视角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大学内部共同治理模式，有

助于提升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走向文化治理：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分析范式

大学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学者共同体，大

学内部治理既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文化象征，

是大学组织文化的反映。将文化嵌入治理过程之

中，形成一个基于大学利益相关群体价值共识的文

化治理模式，将文化价值观与大学权力运作有机耦

合，实现大学内部治理的良性互动与有效沟通。因

此，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成为新时代大

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体现。

1. 文化治理：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

逻辑。文化治理是文化的治理属性和文化建设的方

法路径之间的内在统一，是一种“本体-方法”的治理

逻辑范式。文化是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

驱动力，文化治理也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理论范

式。人们对文化的社会治理属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

深化的过程。帕森斯认为文化系统的内在规范性决

定社会行动的一切，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这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具有社会治理的内在属性。布

迪厄将文化视作一种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具有再

生产能力，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中，文化资本与权

力“共谋”（conspiracy）参与社会治理。葛兰西强调文

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文化的政治化。他把文化

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作一个政治问题［2］。
文化也就具有政治的价值和功能，文化的社会治理

作用就有了合法性基础。福柯通过将文化与符号权

力的整合，解释了文化与治理的内在关联。福柯从

社会个体互动层面将治理理解为社会个体互动时所

运用的策略，个体运用“自我技术”展开主体性的治

理，因而治理是一种深入人的灵魂深处的文化实践，

治理与文化在个体层面链接在一起。

托尼·本尼特在葛兰西与福柯等人理论基础上，

将治理纳入文化研究之中，将文化与权力结合起来，

形成了文化治理的概念、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本

尼特把文化看作是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下形成的

治理关系。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资源，成为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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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资源分配的一种策略，文化治理本身就具有工

具属性。本尼特认为，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标，毫无

疑问，也不是它欲颠覆的对立面；毋宁说，文化是治

理的工具［3］。文化与权力的结合是本尼特文化治理

理论的核心特征，由此突出话语在文化治理过程中

的作用。在文化治理的理论架构中，文化既是治理

对象又是治理工具。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范式，

扩展了对文化概念与属性的理解。文化治理将社会

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必须置于文化治理的视域之

下［4］。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也指出：“‘文化’

这一观念，是作为管理人类思想与行为之缩略语而

被创造命名的。”［5］

从治理主体来看，文化治理是一个包含多元利

益主体的开放结构的复杂网络，涉及多元目标和利

益与价值诉求。从治理功能来看，文化治理在于透

过社会组织、制度、规则、技术以及行动程序等操作

机制，通过文化的意识引导力量和价值引领，发挥社

会整合作用。从治理机制来看，文化治理强调社会

整合治理的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文化治理放弃

了建构一个文化上层框架的要求，转而强调不同文

化的特殊情境，以及文化的内在动能与多样形式等

有助于治理运作的基本条件。”［6］文化治理是在文化

认同层面表达社会运行行动逻辑，将文化嵌入到社

会治理体系之中，为政治治理与经济治理提供与之

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情境”（milieu），强化文化价值取

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文化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

通过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整合机制，实现个体的

自我约束与自觉参与，将传统的社会管理的“控制技

术”转化为社会个体的“自我治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治理的内涵与大

学组织文化高度契合，从理论上应成为大学内部治

理的一种新的范式。伯恩鲍姆强调大学治理区别于

其他的组织治理方式，应保持其传统的关键特征［7］。
这一关键特征就是大学特有的学术规范和价值理

念，这将有助于学术人员在大学内部决策过程中发

挥积极作用。在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中，文化治理理论将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生存方式

的有机统一，大学组织特有的文化属性，需要充分运

用文化的治理属性，将文化隐形因素融入现代大学

制度运行，这是大学内部治理发展的趋势。

2. 文化治理：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

工具。现代大学已经由中世纪的学者行会，演变成

复杂的多元巨型社会组织，大学与社会的边界逐渐

模糊，大学内部成分多元且逐渐分化，这对大学治理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共同治理被视作是高等

教育不断迈向辉煌的核心治理制度，作为现代大学

治理范式的核心价值观，有 90%以上的美国大学践

行共同治理制度［8］。进入 21世纪，随着大学面临的

社会情况越来越复杂，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

层面，大学共同治理因不能适应变化的世界，正遭受

各方的质疑与责难。在理论界，珍艾瑞克（Jan-Eric
Lane）、格入夫（Groof）等人从共同治理的前提条件

——学术自治的实现程度对大学“共同治理”的现实

性发出疑问，并对大学“共同治理”结构能否实现利

益相关者“共享性”提出了质疑［9］。在实践层面，杜德

斯达指出，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功能不良，

无法服务于当今的大学，权力和责任关系被故意模

糊，倾向于保护现状，妨碍了对未来的严肃探讨，导

致大学发展停滞［10］。美国大学共同治理面临功能蜕

变的困境，其核心在于教师与行政管理者对共同治

理价值认知的分歧。为提高决策效率，共同治理改

革意在减少教师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决策参与。对管

理者而言，教师只是建议者，采纳与否最终取决于管

理者，管理者能“自由地接受、拒绝或实质性地更改

教师的建议”［11］。对教师来说，大学的学术事务必须

由教师主宰，行政管理者只需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即

可。大学共同治理改革，缺少教师支持与认可的变

革多半不会持久，也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2］。共同

治理固有的缺陷以及大学面临着更加复杂与激烈的

挑战，使共同治理的变革势在必行。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原因，我国大学单中

心化的治理体系本身存在一定的制度性缺陷，使得

大学内部治理的行政化趋势蔓延，传统效率主导的

官僚制大学治理和民主参与为主的大学治理之间的

碰撞，致使大学内部治理存在着制度和文化等多重

困境。文化治理在主体结构、政策工具与治理模式

上的逻辑要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文化政策逻辑具有

天然的契合性，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有助于克服

共同治理理论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实践困境，是推

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二、文化治理困境：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场域

在大学的层面，文化被定义为大学行政人员、教

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基于传统和日常交流的价值

观和信仰［13］。由于利益群体的价值多元化，在大学

内部治理的实践场域，文化困境成为大学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的桎梏。

1. 行政学术的文化分野。在大学内部治理中，

60



中国高教研究 2020年第5期

涉及的两个最为主要的利益群体是行政管理者与以

教师为代表的学术人员，两者之间遵循着不同的行

动逻辑。从文化价值取向来说，前者称为行政文化，

以大学的公共责任与管理效率为价值取向，具有显

著的工具理性特征；后者称为学术文化，以追求真理

为鹄的的价值取向，具有价值理性特征。行政文化

与学术文化的分野，造成双方都站在各自的立场展

开“有限理性”博弈，无法达成基于信任的文化价值

共识，由此形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

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的阻力。在美国，大学共同治理

受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教师与行政人员的相互不信

任，教师因不信任行政管理人员而参与度低，行政人

员抱怨因教师参与而影响管理决策效率。在我国，

典型表现是大学行政化趋势对学术文化的侵蚀，“大

学内部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教学、科研、财务、职称评

定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按行政管理办法而不遵循

教育规律管理教学、科研、学术事宜”［14］。此外，受市

场化的影响，大学文化的功利化、世俗化倾向越来越

严重，大学的文化价值追求的缺失，大学组织内部共

同情感联系缺位，没有形成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内

部治理文化，成为内部治理能力提升的阻力。

2. 学科文化的藩篱阻隔。托尼·比彻按照学科

的文化属性把学科比作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

落”［15］。学科文化是学科团体共同建构并遵循的信

念、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只有理解并认同学科文化

才能真正融入学科社群之中，构成学科成员真实生

活的场域。大学教师对学科的忠诚主要来自对学科

文化的信仰，学科文化影响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方

式。学科文化作为一种“规训”，强化学科共同体的

身份意识的同时，也在强化了学科知识合法性的隔

离，每个学科都在试图设置障碍保护自己的学科边

界和学科成员，学术部落在捍卫自己学术领地的同

时，也埋下了学术部落文化冲突的隐患。诺斯将由

科学至上主义造成的科学与人文割裂所形成的两种

学科文化称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之间

在理性与感性、理论与观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

认知方面存在潜在的冲突。“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

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

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

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

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

瞬间”［16］。
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

型，学科边界逐渐模糊，学科互涉和学科边界渗透成

为常态。显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消解了

由异质性学科成员组成的跨学科组织的权威结构，

阻碍了跨学科知识的生产，不利于学科领域的开拓

创新。现代学术体系强调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但是，

人文学科的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科学的话语

权，对原有学科利益构成威胁，就会受到学科趋同性

力量的阻碍。在我国大学治理中，一方面存着诺斯

所描述的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文化冲突，并且受我国

高校设置制度影响被进一步强化。我国高校大部分

是理工为主的高校，文理综合性高校所占比例较小。

总体来说，人文社科对学校发展，尤其是学校排名的

贡献度较小，理工科的绝对优势地位造成了对人文

学科的挤压，两者在学校发展的话语权中存在不对

称和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受学科评价制度的影响，

我国大学的学科文化还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

冲突，以 SCI等外文研究成果为代表的西方学术文化

范式占据主导地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

发表在外文期刊。长期以往，必然造成本土学术文

化的式微，中国特色的大学学术文化环境难以形成，

与扎根中国大地做科研，用科学研究助力民族复兴

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

3.制度文化的价值遮蔽。帕森斯将大学看作是

一个文化系统，大学既非官僚机构又非经营单位，而

是同时向官僚机构和经营单位输出知识和能力等产

品的文化代理组织［17］。大学内部治理是在一定的价

值系统指导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大学决策过程中

各自扮演不同角色的制度安排。从制度主义视角来

看，制度规章、非制度性行为规范和文化认知是组织

制度变迁的三个重要的核心要素和内部支柱。美国

组织行为学者温德尔·弗伦奇指出，从制度到行为，

中间的连接点在于文化认知［18］。制度变迁首先在于

实现从文化认知到行为习惯的转变。从文化本身来

看，文化价值具有内在的约束性，文化通过主体的价

值认同将个体行动置于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这就

说明文化内在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由此可见，大

学文化在大学治理制度变革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

独特价值。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文化，是强调大学

制度既是一种制度化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前

者强调规则与标准，遵循科层制管理的政治逻辑和

经济逻辑，强化工具理性；后者强调大学存在的理念

与价值，遵循大学发展的文化逻辑，视学术自由与学

术自治为核心价值，注重价值理性。在大学内部治

理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学院式治理、层级式治理、

管理型治理，还是最近提出的创业型治理，大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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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嬗变与革新，其关注点仍然是治理结构的改

革，即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化问题，但是，在制度设

计与制度选择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制度文化的

关注，由此造成大学制度文化的价值遮蔽，使得大学

内部治理改革效果大大折扣。正如美国学者加里·

巴尔迪&费尔·南德斯曾所言：“文化是一个任何改革

都应对此进行考虑因素。”［1］如果改革不考虑文化因

素，制度改革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甚至遭到抵制。

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断裂，往往

会造成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大学内部治理用制度化

取代了大学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大学内部

沟通与交流最可宝贵的价值，可以促进大学内部基

于学术自由的思想交流和信息公开的平等参与决

策。对文化逻辑重视得不够，只是在技术层面考虑

大学内部制度设计，没有将文化因素置于大学制度

的应有位置，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所

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受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思

潮的影响，现代大学越来越市场化和公司化，学术资

本主义的盛行更是将大学视作一个学术贸易公司，

绩效与问责成为内部治理的主题，其背后的理念是

一种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这种制度设计是以绩

效为导向和工具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治理模式，遵

循“市场规则优先”的制度逻辑，旨在通过强化审计

系统确保高校与市场价值保持一致。大学内部治理

过于强调绩效而影响大学学术自治，弱化大学的反

思批判精神和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社会责任，

遮蔽大学内在文化价值。

三、重塑治理文化：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行动取向

重塑治理文化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

心问题。大学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大学治理文化的

大学治理模式，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差”

（cultural lag）理论说明，文化内部相互联系的各部分

各自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制度文化要率先独立发展，

精神文化相对滞后。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要遵

循文化滞差内在规律，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循序

渐进地营造大学文化生态，实现大学文化治理的“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

（一）制度文化：标准化的硬治理

大学制度既包含显现的行为规则，又包含制度

背后的价值观，也就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稳定

性、规范性和普适性的，是以标准与规则等显性方式

对个体行为的硬约束。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文化建

设，就是要通过建立制度权威和制度治理规则，确立

规则意识，发挥制度的“硬治理”（hard governance）功

能来推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

1.坚持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大学内部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准。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

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制度，是中

国大学制度文化的核心标准。我国《宪法》明确规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国基

本政治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大学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在大学内部

治理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权威和

行政权威的存在，构建有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制

度体系和话语体系，把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有效地

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

2.建立教授治学的学术文化是我国大学内部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准。对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

来说，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文化，是一种规范性文

化，是将外在的标准、规则内化为个体的约束机制，

形成符合制度规范的个体行为，从而产生对制度规

范的自觉遵守。教授治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师参

与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安排，其内在制度文化的价

值基础是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教授治学的价值观

一方面是激励教师努力追求学问，另一方面也为教

师参与学校内部治理提供一套规范体系，是学术权

力在大学内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制度载体，旨在构建

一种大学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保持平衡的制度，以

制度的形式保证教师参与大学重大事务的决策权

力。教授治学制度一方面用来消解行政文化和学术

文化的分野，另一方面可以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

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形成基于学术文化的内聚力，

由此为大学内部治理参与者提供制度化的行动规

范，促进大学的有效治理。

3.注重基层组织的文化建设是我国大学内部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运行规范。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的制

度文化，需要强化来自院系层面和教师学生群体的

主动参与，形成共同的权威关系，也就是大学内部利

益共同体在目标共识和利益一致基础上，自觉自意

愿地采取一致的行动。共同的权威关系提供了大学

内部治理基于信任、合作和共同责任的行动规范，因

此，治理重心下移是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方向，

重点在于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学院式治理模式

可以调动教师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主动性，有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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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泛行政化与单中心问题。通

过基层制度文化建设，促进学校基层组织与学校行

政管理在制度保障下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制度化的

权力分配，为大学日常运行活动提供规制性、规范性

和文化认知性的行动指南，促进行政人员与学术人

员建立交流合作、信任共享的互动互惠关系，致力于

大学共同治理目标的达成。

（二）精神文化：柔性化的软治理

相对制度文化的“硬治理”，精神文化的“软治理

（soft governance）”才是现代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法宝。“软治理”是通过人们间的相互作用来创

造组织文化，存在于人们分享看法与理解他们所作

所为的认知过程中［7］。它是以人的相互作用和信任

为基础，通过价值认同维系个体与群体规范的社会

连接，能够满足大学人的精神文化需要。

1. 彰显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引领。蒂尔尼指

出，大学内部共治的要点不是创造一个紧密联合的

系统，而是要在松散联合的系统内改进决策的方

式［19］。决策方式的改进来自于大学内部共同体的价

值共识，通过核心文化价值引领，发挥大学精神文化

“软治理”功能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

在。我国大学治理核心价值文化引领，首先要坚持

社会主义文化信仰，这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的必然

要求。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的转型，而现代

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大学精神文化是特定的

意义、价值等思想观念为大学内部治理指明方向、提

供动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坚持

民族文化复兴这一核心主题，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发

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大学精神文化塑造过程中的

价值引领作用，使之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内

在驱动力。其次，要发挥大学理念的价值引领。从

大学发展历史来看，大学组织的变革和转型都是按

照大学的文化逻辑展开，是以大学特有的理念作为

引领。大学理念是大学精神文化的精确表达，自中

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学术自由是大学确保真理探

究、知识发展和‘塑造整全的人’核心价值的第一要

义。”［20］在学术治理领域，大学的价值观为学者提供

一个按照知识逻辑交往与行动的场域和环境，在这

里，激励人们努力追求学问，以学术的方式把人们联

系在一起。学者在学术领域平等自由的思考和讨

论，由此形成大学内部治理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最后，要遵循大学组织的学术逻辑，培育大学文化的

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巴纳特指出：“如果一个机构

不具备‘批判理性’‘真知’和‘对话’这样的观念，人

们则很难设想它可以戴上‘大学’这顶桂冠。”［19］大学

作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场所，批判精神与批判性思

维使大学成为一个理性的场所，履行社会的良知的

职责。

2.强化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认同。意义与价值

认同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在大学文化本位的层面上回归大学的价值理性，

在价值共识基础上实现大学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

多元主体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互动交流协商一致

的结果。蒂尔尼指出，大学治理的改进源于组织参

与者对大学核心价值的认同。大学治理的改进和大

学绩效的提升，不在于设计出一种最好的治理制度，

而在于参与者能够有效地解释大学文化［19］。强化大

学精神文化的价值认同，旨在促进大学内部不同利

益群体基于理性统一的价值共识契合。康德认为，

理性是文化的内核［21］。基于理性统一的文化图式，

不仅能够产生对大学文化的价值认同，还能够产生

大学文化的价值增值效应，提高大学多元利益主体

参与大学治理的责任感，实现大学内部治理是从“自

治文化”转向“责任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大学文化

认同是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过程，为避免利益群体

各方陷入无序竞争，基于文化认同的制度性安排是

至关重要的。对以校长为主的大学行政领导者需要

转换身份，站在学术群体的立场上思考合作共治的

可能性，这不仅是为了理解学术群体是如何进行工

作的，而且要真正体验学术群体的文化、价值以及身

份认同感［22］。对于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群体，基于

学术文化和追求真理的价值取向，要有参与大学内

部治理的文化自觉，也就是为了加强对文化治理主

体的自我掌控能力，有效取得适应新环境文化选择

的自主位置［23］。由此克服行政管理文化的单向的价

值输出、文化融合与文化互动难以真正实现的文化

治理困境，大学治理实践场域中的文化博弈，基于信

任与共同价值由有异质性的文化割裂走向沟通与交

流，并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觉。

（三）“制度-精神”融构：生态型协同治理

文化生态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影响因素。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过主动寻求一种

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24］。
治理不局限于一套制度规则，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

个过程［25］2。这就需要将大学制度文化的“硬”规约与

大学精神文化“软”规约相结合，实现大学制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的融嵌互构，形成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生态型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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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包容性增长。包

容性增长是一种生态型思维，用来克服大学内部治

理方式的单向度和单一性，通过构建多向度、弹性化

和柔性化的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大学内部治理能力。

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的互推互构，有助于提升大学

内部治理能力。精神文化是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核，

制度文化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延展。大学制度文化为

主体行动提供规范与规约，大学精神文化作为意义、

价值内化人的思想。大学治理文化的重构，就是要

通过“制度之表”和“精神之里”的融构，实现大学治

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治理目标与效果的合一。通

过大学制度规范的约束作用促进大学治理文化的张

扬，通过大学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来修正大学制度的

建构与运行，使其符合大学内部治理文化的要义、精

神与旨归。这种包容性增长从形式上看，大学的行

政文化与学术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制度文化

与精神文化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遵循“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多元共生原则，用“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主体性思维，在现实的场域通

过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在大学文化增值的

生态下促进大学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增长。从内涵上

看，权威和自治的包容性增长对于提升大学内部治

理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6］。这是大学作为政治

组织和学术组织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大学内部治理

的权威包括行政权威、政治权威、学术权威、教师权

威等多种类型、多种权威的存在与博弈制衡，有利于

大学内部共同治理格局的形成。大学自治是大学组

织的文化基因，是大学内部控制权利和能力的体现，

大学自治意味着学术文化对大学组织凝聚力的增

强，通过发挥学术权力来减少来自大学外部干预和

控制，对现代大学的核心功能和组织边界是一种保

护。权威和自治的包容性增长淡化了大学内部治理

过于刚性的科层管理和官僚化色彩，通过大学制度

文化的包容性和精神文化的价值整合性，依靠隐性

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生态环境。

2. 推进“学术-行政共同体”的网络式治理。大

学是一个复杂的松散性组织，文化治理需要将大学

组织视作“学术-行政共同体”。职能部门是行政权

威的象征，行使象征管理权力，其中也包括部分学术

管理的权责。学院是学术权威的象征，是大学学术

权力的主体，也履行着日常行政管理的权责。基于

“学术-行政共同体”的大学治理文化，从治理结构来

看，大学组织的学术文化属性要求大学开展自组织

网络的治理，即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

调网络［25］3。大学内部治理应是网络式权力结构，行

政权力向学术权力的适当分散，制度与文化互构。

杜赞奇将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即公共权利背

后隐藏的合法性因素正是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制

约［27］。大学内部治理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了一

个密集而复杂的文化网络。大学制度必须在这一网

络中活动，大学文化作用于大学制度才使权力和权

威得以强化。大学内部治理秉承并追求一切基于学

术、为了学术，并由学术所引导的动态整体的“学术

性行政”的大学治理理念［28］，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各安其位，行政权力回归服务本身，学术权力回归学

术本真，在大学内部决策权力结构中实现冲突和多

元利益之间的平衡。从大学内部治理过程来看，治

理不再局限于正式的制度，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

大学内部治理过程的核心要素在于以平等协商、充

分沟通、达成共识、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为核心内容

的生态文化，发挥大学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对各种

利益诉求的整合，而且更多的是借助治理文化的整

合机制。为使大学内部治理平稳运行，行政人员和

学术人员必须彼此信任，尊重彼此的工作，有机分担

整个组织的责任。由此可见，基于信任和价值认同

基础上的“学术-行政共同体”，通过建立生态型协同

治理的文化整合机制，从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步

推进大学治理文化建设，大学治理文化的内在驱动

力推进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总之，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立足大学组

织变革的文化逻辑，在追求大学制度合理性和高效

性的同时，更要从制度文化的内在价值出发，致力于

大学制度的文化价值和大学精神文化的构建，以文

化主体自身的价值为出发点，实现大学制度与精神

的融构，用文化生态的思维寻求对大学内部治理制

度中权力合法性的文化认同，以大学制度文化与精

神文化的有效契合为基点，构建大学内部生态型多

元协同治理模式，有效推进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

（吴立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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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bility

WU Libao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facing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al reform. As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cultural governance fits with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bility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in university. But in its practical side,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is now facing
cultur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cultural divis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authorities, the barrier
between disciplinary cultures, the hidden value of system culture etc. Its action orientation aims to reshape the
governance culture, develop an ecologic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which integrates“spirit-system”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bility by coupling the cultural value and university
power oper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inter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cultur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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